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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在1958
年发布的技术报告中开始关注空气污染对人体健康的损

害[1]. 基于科学界在其后近30年对该问题的研究和认知的逐

步积累, WHO欧洲办事处于1987年发布了首个基于健康保

护的空气质量指南(air quality guideline, AQG), 并不定期更

新. 上一版本更新于2005年, 涵盖了包括PM2.5和O3在内的多

项空气污染物指导值, 并通过设置过渡阶段目标为全球各国

的空气质量管理提供可选的阶段性目标[2]. 在过去15年, 科学

家对空气污染如何影响人类健康有了更清晰和全面的认识,
特别是在真实世界中观察到空气污染导致越来越多疾病种

类的证据. 这些证据表明, 对于儿童, 空气污染暴露会伤害其

呼吸系统发育、诱发呼吸道感染和加剧哮喘[3]; 对成人, 空气

污染暴露会增加肺癌、缺血性心脏病、卒中等致死性疾

病[4,5], 并可能与慢阻肺、糖尿病和退行性神经疾病存在关

联[6,7]. 因此, WHO经过文献调研, 通过科学的文献综述方法,
制定了新的AQG.

1 2021版《全球空气质量指南》的主要变化
与适用范围
在综合考虑过去15年间环境健康研究进展的基础上,

WHO对AQG进行了相应修订, 如表1所示. 本次修订的主要

变化概括如下: (1) 基于低浓度水平健康影响的队列研究新

证据, 收紧了PM2.5、PM10的长期暴露指标——年均指导值,
其中PM2.5年均指导值由10 μg/m3下调到5 μg/m3; (2) 基于“多
国家多城市”(multi-country multi-city, MCC)研究提供的数

据[8], 更新了部分污染物的概率分布特征(即24 h平均浓度的

第99百分位与年均值的比率), 并据此重新评估了O3日最大

8 h平均值, 结果与2005版AQG一致, 更新了PM2.5、PM10的

24 h指导值, 制定了NO2和CO的24 h指导值; (3) 基于NO2长

期暴露与全因死亡率和呼吸道疾病死亡率之间关联的新证

据, 将NO2的年均指导值从40 μg/m3变更为10 μg/m3[9,10]; (4)
基于长期臭氧浓度与总死亡率和呼吸道死亡率之间关联的

健康影响证据, 增设了O3浓度高峰季平均值(即, 暖季峰值),
指导值为60 μg/m3[11,12].

新版AQG是国际权威专家组在综合当前环境健康证据

的“合集”, 并考虑不确定性分析后, 确定的现阶段能够彻底保

护人群健康的空气质量水平. 保护健康是制定AQG的唯一出

发点, 在此过程中也考虑了是否需要以及如何将全球污染水

平控制到该指导值以下. 因此, 作为补充, WHO基于定量的风

险评估, 同时推荐了空气质量的过渡期目标(interim targets,
IT, 具体值参见表2). 例如, 针对PM2.5和PM10, 经过2021版修

订后, 新增IT4(即第四阶段指导值), 即2005版本的AQG指导

值(10 μg/m3). 如果以新版AQG的PM2.5年均浓度指导值(5 μg/
m3)为基准, 则对应的IT1到IT4的空气质量目标的死亡风险相

对增加了24%、16%、8%和4%.
新版AQG还明确了指导值的适用范围: (1) 新版AQG主

要在2005版本上进行修订, 还参考了2010版WHO编制的室内

空气质量指导值. 此外, 对于部分污染物的短期暴露(表1), 新
版AQG认为其仍然适用. 因此, 新版AQG适用于室内和室外

环境, 但不适于特定职业环境暴露. (2) 人群同时暴露于多种

空气污染物, 它们有可能来源于相同或不同的人类和自然活

动. 由于相关研究不足, 新版AQG并不涉及多种空气污染复

合暴露的管理目标, 也不适合衡量不同空气污染物健康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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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叠加, 仅适用于单一空气污染物的管控目标. (3) 大气颗粒

物的健康危害受其具体化学成分和物理特性的影响, 然而,
相关研究仍有不足. 因此, 新版AQG首次针对黑碳(black car-
bon, BC)、超细颗粒物(ultra-fine particles, UFP)和源于沙尘

暴的颗粒物(sand and dust storm, SDS)提供了定性说明, 提示

这些空气污染物的潜在健康危害.
总之, 基于过去15年环境健康研究成果, WHO全球AQG

报告基于更多的最新科学研究证据重新评估了空气质量指

导值, 针对PM2.5、PM10、O3和NO2污染提出了更为严格、更

具挑战性的目标, 并规划了更长远的治理路径.

表 1 2005与2021年AQG对比以及修订过程中所采纳的方法和依据
Table 1 Comparison between the 2005 AQG and the 2021 AQG, and details of the revision

污染物 指标
AQG

新准则值修订的方法和依据
2005年 2021年

PM2.5 (μg/m
3)

年均值 10 5 在入选PM2.5准则制定的18项研究中, 暴露浓度最低的5项研究的平均最
低暴露值d)是4.2~4.6 μg/m3

24 h平均a) 25 15
在确定年均值标准后, 基于MCC研究, 进一步将24 h平均浓度的第99百
分位与年均值的比率从2005年版本的2.5调整为3. 应用这一“转换比率”,
可以将年均指导值转化成24 h指导值(3×5=15 μg/m3)

PM10 (μg/m
3)

年均值 20 15
取消2005年PM10和PM2.5质量浓度为2:1的经验假设, 改用大气PM10实测
值; 在入选PM10准则制定的17项研究中, 暴露浓度最低的5项研究的平均
最低暴露值d)是15.1 μg/m3

24 h平均a) 50 45 方法同PM2.5 24 h平均值(转换比率=3)

O3 (μg/m
3)

暖季峰值b) 无 60
基于O3长期暴露增加非意外死亡和呼吸道疾病死亡风险的新证据; 在入
选O3准则制定的7项研究中, 暴露浓度最低的3项研究的平均最低暴露
值d)是60~64 μg/m3

8 h平均c) 100 100
基于重新评估的暖季峰值b)与日最大8 h平均c)的比率, 最终评估结果与
2005版AQG一致; 日浓度/年均值转换比率=2; 暖季浓度/年均值转换比
率=1.24; 总转换比率=2/1.24

NO2 (μg/m
3)

年平均 40 10 在入选NO2准则制定的24项研究中, 排除浓度最低但结论存在潜在偏倚
的3项研究后, 暴露浓度最低的5项研究的平均最低暴露值d)是8.8 μg/m3

24 h平均a) 无 25 在确定年均值标准后, 基于MCC研究, 将24 h平均浓度的第99百分位与
年均值的比率确定为2.5

1 h平均a) 200 无 新版AQG修订未涉及

SO2 (μg/m
3)

24 h平均a) 20 40

2005版所推荐的指导值并未基于流行病学证据和定量评估, 此次修订基
于健康风险评估, 重新制定了SO2指导值. 由于AQG没有规定SO2的年均
值, 所以上述比例转换法不适用. 首先, WHO定义e)SO2背景浓度为
10 μg/m3; 其次, 根据WHO的指南[2], 24 h平均SO2浓度增加30 μg/m3, 哮
喘风险增加3%, 非意外死亡增加1.8%; 上述风险与AQG短期O3浓度的指
导值所对应的风险(哮喘风险增加4.8%, 非意外死亡风险增加1.72%)相
当; 最终, 据此确定SO2的24 h平均值的指导值为40 μg/m3(10+30=
40 μg/m3)

10 min平均 500 无 新版AQG修订未涉及

CO (mg/m3)

24 h平均a) 无 4

基于定量分析, 此次修订基于心肌梗塞死亡风险, 重新制定了CO指导值;
根据文献[2], 当研究浓度中位数<1.15 mg/m3, 研究并未发现CO短期暴露
的健康效应——当CO中位值<1.15 mg/m3, 相对风险度=1.00(95%置信区
间(CI): 0.998~1.003), 而当CO中位值>1.15 mg/m3, 相对风险度=1.019
(95% CI: 1.011~1.027); 根据MCC研究, CO年均值/日均值转换比率=3;
根据上述转换比率(3)和文献[2]结论(1.15 mg/m3)确定推荐值为4 mg/m3

8 h平均 10 无 新版AQG修订未涉及

1 h平均 35 无 新版AQG修订未涉及

15 min平均 100 无 新版AQG修订未涉及

a) AQG认为该浓度对应概率分布的99百分位不应超过该推荐值, 即每年3~4 d超过此标准所对应的风险可以接受; b) 年最大6个月日最大
8 h O3浓度滑动均值(maximum of daily 8-hour moving average, MDA8); c) 日最大8 h O3浓度滑动均值; d) 某项流行病学研究的最低暴露值定义
为该研究中暴露浓度分布的5%分位数; e) WHO AQG报告中并未给出确定背景浓度值的依据, 原文为: The GDG (guideline development group)
recognizes that the choice for a background of 10 μg/m3 is, to some extent, arbitrary but notes that the estimated excess mortality at days with
concentrations at the recommended AQG level is small and is roughly comparable across all pollutants considered in this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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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全球空气质量指南》修订的驱动因素与
依据
基于对环境健康研究演进和进展的分析, 我们认为, 在

过去16年间, 空气污染健康效应研究所呈现的3个显著特点

与变化, 是推动和影响AQG修订的关键因素.
(1) 相比于2005版, 新版AQG广泛采纳了来自全球的流

行病学证据. 其重要原因是过去16年间, 以中国为代表的发

展中国家环境健康研究进展迅速, 对空气污染物高暴露浓度

的危害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过去16年间, 我国科学家针对空

气污染的健康效应开展了多个具有标志意义的队列和时间

序列研究, 例如中国男队列研究[13]
、中国272城市死亡监测

研究[14~18]
、中国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风险预测研究

(China-PAR)[19]等.
(2) 过去16年间出现了以MCC研究[8]等基于国际合作的

大规模人群研究, 为新版AQG制定全球指导值提供关键依

据. 例如, MCC研究对于全球空气污染浓度的监测, 使多种

空气污染物浓度概率分布的量化更为精准, 基于多国合作所

构建的大样本数据保障了WHO专家组对于某一污染物分布

均值(即年均指导值)和99百分位数(即日均指导值)的“转换比

率”估算更为精准.
(3) 得益于空气质量的治理, 部分西方国家(例如美国和

加拿大)的部分地区PM2.5浓度已经达到甚至低于2005版PM2.5

的AQG. 在这些地区, 过去16年间出现了部分针对低浓度空

气污染健康效应的研究, 例如欧洲空气污染低浓度效应研究

(effects of low-level air pollution: A study in Europe,
ELAPSE)[20]、美国医保队列(US medicare cohort)[21]等, 其中

部分结果被AQG采纳, 作为确定其指导值的关键证据.
AQG修订的根本依据是环境健康研究的科学进展. 越来

越多的研究表明, 空气污染与健康危害存在因果联系或潜在

的因果联系. 本次修订参考了加拿大健康部(Health Cana-
da)、美国环保署(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和国

际癌症研究机构(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
的综合评估报告, 在整合毒理学和流行病学证据的基础上,
WHO新版AQG文件总结了不同“暴露-疾病”关联的因果性.
并在此基础上, 认为AQG所关注的6种污染物暴露会导致以

下健康危害: 自然死亡(或总死亡)、心脑血管疾病死亡(ICD-
10编码: I00~I99)、肺癌(C30~C39)、呼吸系统疾病死亡

(J00~J99)、哮喘急诊和住院(J45)、缺血性心脏病急诊和住

院(I20~I25)、心肌梗死的急诊和住院(I21~I22). 除此之外, 越
来越多的研究表明, 空气污染与其他健康危害有显著关联.
如全球疾病负担研究表明, 空气污染与成人的2型糖尿病、

儿童的低出生体重和早产等不良结果有关; 一些流行病学的

证据还表明, 空气污染暴露与精神健康和退行性精神疾病有

关, 但2021版AQG的报告中认为, 这些关联的因果性仍需进

一步加强, 因此并未在评估报告中考虑上述其他健康危害.
除了流行病学证据的“自然”积累, 新方法和新数据的应

用也极大促进了环境健康研究进展. 首先, 大尺度的人群研

究依赖时空分辨率更高的暴露评估技术, 结合地面监测和卫

星遥感观测、地理信息变量和空气质量模式模拟的数据同

化技术被广泛应用于空气污染暴露数据产品的开发. 这在国

际上以“全球疾病负担”研究所采用PM2.5暴露数据为代表[22],
在国内以清华大学领衔开发的中国大气成分近实时追踪数

表 2 中国现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与2021版AQG过渡期目标的对比a)

Table 2 Comparing current China’s national ambient air quality standards to the new WHO air quality guidelines (2021)

污染物 指标

国家标准 AQG (2021)

一级 二级
过渡期目标

指导值
1 2 3 4

PM2.5 (μg/m
3)

年均值 15 35 35 25 15 10 5

24 h平均 35 75 75 50 37.5 25 15

PM10 (μg/m
3)

年均值 40 70 70 50 30 20 15

24 h平均 50 150 150 100 75 50 45

O3 (μg/m
3)

暖季峰值(6个月) 100 70 60

日最大8 h平均 100 160 160 120 100

NO2 (μg/m
3)

年平均 40 40 40 30 20 10

24 h平均 80 80 120 50 25

SO2 (μg/m
3)

年平均 20 60

24 h平均 50 150 125 50 40

CO (mg/m3) 24 h平均 4 4 7 4

a) 粗体数字显示有别于2005版的新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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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集(Tracking Air Pollution in China, TAP, http://tapdata.org.
cn/)为代表, 该数据集提供近时、高分辨率、时空连续无缺

失的PM2.5和O3日均浓度数据[23~27]. 其次, 有别于传统的队列

数据, 健康大数据在环境流行病学中的应用极大提高了空气

污染暴露反应关系的人群代表性. 这些数据包括基于医保数

据[21]或者临床/疾病登记数据[28]构建的“新型”队列研究、基

于人口普查数据开展的“全”人群研究等[29,30]. 最后, 过去16年
间, 新统计方法和流行病学设计在空气污染流行病学中的应

用, 有助于进一步提高结论的稳健性和可解释性. “准实验”研
究设计和因果推断统计方法的应用有助于进一步消除混杂

效应[5,21,31~33], 基于机器学习的数据分析方法有助于区分不同

空气污染组分的健康效应[34]. 得益于科学技术的整体进步,
人类对空气污染的危害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为WHO修订

AQG提供了关键的新证据.
促进AQG更新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全球保护公共健康的

需求发生了新变化. 近年来, 在老龄化、世界经济两极化、

气候变化等发展趋势的影响下, 保护人类健康面临更为艰巨

的挑战. 首先, 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急剧老龄

化, 疾病谱变化导致慢性非传染疾病在总疾病负担中占据更

大比例, 而空气污染是诱发呼吸和循环系统慢性疾病的重要

诱因[35]. 例如, 2012~2017年间, 我国人口老龄化导致因PM2.5

相关死亡人数增加了34万[4,6], 大幅抵消了因空气质量改善带

来死亡人数减少41万的保护效益[36]. 其次, 欧美等国家经过

长年污染治理和产业转移, 空气质量水平达到或接近2005版
AQG, 然而上述国家仍能观测到低浓度空气污染暴露的健康

危害[20,35]. 因此,有必要将标准提高, 进一步保护人群健康.与
此同时, 欠发达国家由于其落后的医疗水平和经济发展的需

求, 空气污染情况仍在恶化、相关疾病负担日趋沉重, 尤其

是空气污染引致早产[26]
、低出生体重儿[37,38]和儿童下呼吸

道感染等[39], 增加了当地婴幼儿的死亡风险[30], 进一步加剧

了全球发展和健康负担的不平等. 最后, 全球气候变化是当

代人类社会面临的最重要威胁之一, 如何缓解气候危机是全

人类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空气污染与温室气体同源, 部分

空气污染物(例如BC)的减排能够同时保护人类健康和缓解

气候变暖, 因而制定更为严格的AQG有助于各国通过提高空

气质量治理目标, 促进相关温室气体的减排. 我们相信, AQG
更新后, 不仅能更彻底地保护人类健康, 而且能更加有助于

应对人口老龄化和气候变化、促进世界平等.
此外, 需要指出的是, AQG指导值的“科学性”是相对的,

AQG指导值修订过程中既要兼顾科学性, 也要考量现实可能

以及需要, 并着眼于推动全球的可持续发展. 2021版本的

AQG是WHO专家组对于当前研究进展的总结, 必然受限于

当前的研究范式、分析方法、观测技术、数据资料等. 例如,
2021版AQG报告首次明确关切BC、UFP、SDS等大气颗粒

物组分的健康风险, 指出这些特定组分可能解释大气颗粒混

合物危害健康的致病机制. 针对这些组分单独制定指导值似

乎更为“科学”. 然而, 无论是全球的空气污染常规监测和现存

的流行病学证据都不支持单独推出这些组分的指导值. 换言

之, 当前关于PM2.5混合物的指导值也并不适合用于管理和评

估某一单独成分或者单一来源的PM2.5污染. 未来AQG指导

值或者某一特定地区的环境质量基准是否会纳入新的指标

取代PM2.5(正如PM2.5和PM10取代了总悬浮颗粒物成为大气

颗粒物的环境指标), 以及PM2.5现行指导值是否会进一步放

宽(正如2021版修订放宽了SO2指导值, 表2)仍是十分值得探

讨的科学问题.

3 《全球空气质量指南》与全球达标现状
目前, 全球尚未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全面达到新版AQG

(图1). 以PM2.5年均指导值为例, 2019年全球PM2.5浓度暴露最

低的10个国家分别为芬兰(5.57 μg/m3)、瑞典(5.65 μg/m3)、
冰岛 (5 .70 μg/m3)、爱沙尼亚 (5 .89 μg/m3)、新西兰

(6.05 μg/m3)、挪威(6.64 μg/m3)、澳大利亚(6.75 μg/m3)、加

拿大(7.10 μg/m3)、美国(7.66 μg/m3)和文莱达鲁萨兰国

(7.68 μg/m3), 即便是这些最“清洁”的国家, 其PM2.5浓度年均

值均高于新版AQG给出的PM2.5浓度年均值5 μg/m3[40].
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 距离达到

WHO 2005 AQG尚有难度, 达到新AQG更是难上加难. 2019
年, 全球尚有90%的人口暴露于PM2.5年均浓度超过10 μg/m3

(2005 AQG水平)的空气中. 大气PM2.5暴露水平最高的地区

位于亚洲、非洲和中东地区, 其中污染水平位列前十的国家

分别为印度、尼泊尔、尼日尔、卡塔尔、尼日利亚、埃

及、毛里塔尼亚、喀麦隆、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 这些国家

人口加权PM2.5浓度水平仍是2005版AQG指导值的6~8倍. 其

中, 人口密度高的尼日利亚、孟加拉国、印度、巴基斯坦

PM2.5浓度在2010~2019年间仍然呈现增长趋势[40].
当前, 各国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距离新版AQG有较大差距.

然而, WHO提出的AQG和IT在引领全球空气质量标准的提

升中发挥着旗帜作用. 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在参考

AQG或IT的基础上, 结合本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污染特

征和空气质量管理能力等制定了各国的空气质量标准. 需要

注意的是, 各国现行空气质量标准普遍比2005版AQG宽松,
以PM2.5年均值为例, 仅有澳大利亚、加拿大制定了低于2005
版AQG的空气质量标准, 而中国、印度的标准值则分别是

2005版AQG的3.5和4倍(表2). 很显然, 2021版AQG将进一步

拉开这一差距.

4 《全球空气质量指南》之中国的机遇和
挑战
尽管AQG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但它可为各国的立法、战

略、政策、规划特别是标准的制定提供参考, 以降低空气污

染物水平并减轻与之相关的健康负担. 中国在2012年发布的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增加的细颗粒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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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2.5)和臭氧标准就参考了2005版AQG, 其中PM2.5与WHO
建议的第一阶段过渡目标(IT-1)相当. 这是中国在空气治理

中与国际标准接轨的一次积极尝试, 也在中国的大气污染防

治中发挥了关键引领作用, 促进了空气质量水平的显著改善

(图2).
在2012年将PM2.5首次纳入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后, 中国政

府即于2013~2017年期间实施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

划》
[41], 要求截至2017年, 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

洲等区域PM2.5细颗粒物浓度分别下降25%、20%、15%左

右,其中北京市PM2.5年均浓度控制在60 μg/m3左右.在行动计

划实施的5年期间, 中国在保持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实现了

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量逐年下降, 中国城市的空气质量整体

显著改善[42~44]. 以74个重点城市数据来看, 2017年比2013年
达标天数比例提高了20.2%, PM2.5年均浓度水平下降了

34.7%, 其中京津冀区域下降幅度更是高达39.6%, 重污染天

数从2013年的75 d下降至28 d[45].

图 1 部分国家和地区PM2.5与O3浓度空气治理标准. 白色和黑色分别展示世界卫生组织2021版《全球空气质量指南》指导值(AQG)和过渡期

目标(IT). 欧洲联盟采用统一的空气质量标准, 因此在图中视为一个地理单元(https://ec.europa.eu/environment/air/quality/standards.htm)
Figure 1 Air quality guidelines on PM2.5 and O3 in comparison with ambient air quality standard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or regions. The white and
black bars show the WHO air quality guidelines and interim targets. European Union applies uniform air quality standards, and thus is visualized a
geographic unit in this figure (https://ec.europa.eu/environment/air/quality/standard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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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20年中国实施《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

划》
[46], 要求到2020年PM2.5未达标地级及以上城市浓度比

2015年下降18%以上. 在2020年《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

计划》收官之年, 中国337个城市中有202个城市实现6项标

准污染物年评价浓度全部达标, 337个城市国控监测站点

PM2.5整体年均浓度为33 μg/m3, 首次低于年均浓度标准水平.
很显然, 2012年《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修订使得我国的大

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有了明确的目标, 并促成了控制目标从

“量”到“质”的根本性转变.
伴随着中国自2013年以来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现行标

准对于大部分已达标城市不再具有强有力的引领和驱动作

用. 以深圳为代表的空气质量改善领先城市已经先行对标欧

洲联盟国家标准, 设置了更高要求的空气质量管理目标. 可

以预见, “十四五”大气污染防治规划的整体目标可能比现行

标准限值更为严格. 是否要启动新一轮空气质量标准的修订

已经提上研究议程, 新版AQG的发布势必引发更多讨论, 如

何缩小现实可行的环境质量标准与AQG之间的差距, 需要更

深入的研究与决策权衡.
中国经济从高速发展进入稳态增长周期和结构转型时

期, 以化石燃料为能源消费主体的能源结构还没有发生根本

性的转变, 同时受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影响, 保持适度经

济增长以满足总体经济健康发展和民众生活水平提升的需

要, 将使得环境质量改善与经济增长需求之间的平衡面对更

多的压力和阻力, 特别是空气质量已经达标的地区进一步改

善的动力可能不足.
此外, 中国已进入大气污染减排深水区, 进一步提升空

气质量的技术要求、结构调整难度都在加大. 例如, 对排放

总量贡献较大的电力和钢铁行业已经开始实施领先于世界

的排放标准并开展超低排放改造, 机动车污染控制也进入

“国六”阶段. 这意味着空气质量改善的边际成本和社会总成

本都会高于以往, 必须寻求基于审慎研究、精细管理的较低

成本的空气质量改善路径.
2020年, 中国宣布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

“碳中和”的目标[32], 为我国空气质量的持续改善提供了巨大

驱动力. 有研究估算, 如果我国在2060年完成低碳能源转型,
并采取积极的大气污染控制措施, 全国人群PM2.5年均暴露水

平将达到8 μg/m3左右, 78%的人群PM2.5年均暴露水平低于

10 μg/m3[47]. 同时, 由于空气污染和气候变化同根同源的特

图 2 2013~2020年我国PM2.5和O3暴露分布的变化. 污染物浓度数据来源: http://tapdata.org.cn/; 人口分布数据来源: https://landscan.ornl.gov/.
AQG: 2021版《全球空气质量指南》指导值. 图中仅给出PM2.5和O3污染浓度的超标水平, 并不适用于评价污染相关的健康风险, WHO的2021版
AQG指导值并不适用于多污染的对比评价和管理
Figure 2 Variations in population distributions by different levels of PM2.5 and O3 from 2013 to 2020 in China. Source of air pollution concentrations:
http://tapdata.org.cn/; source of population maps: https://landscan.ornl.gov/. AQG: The 2021 global air quality guidelines. The figures only show the
comparison between exposure level of PM2.5 and O3 and different standards. Those results are neither indicative for the health risks nor appropriate for
management of multiple air pollutants as stated by the WHO AQG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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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任何持续的空气质量改善行动, 都将助力产业和经济结

构调整, 推动中国整体的绿色转型和低碳发展. 而中国的经

济增长模式和结构调整, 不仅可以借助绿色转型和低碳发展

来改善空气质量、产生巨大的健康效益, 同时, 也将在全球

强调绿色发展的大背景下, 促进中国在国际贸易、国际分工

合作中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WHO的AQG修编团队基于大量、严格的科学研究和综

合分析后所确定的指导值, 属于环境健康研究的基准值. 将

基准值转化为一个国家有法律效力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还

需要基于社会、经济、技术等方面的全面分析, 对相关领域

的基础研究提出了更为急迫和更高要求. 因此, 本文仅对

WHO的AQG修订内容进行解读, 并不涉及新的指导值在中

国适用性的论证.
相较于直接参考WHO的AQG指导值制定国家和地方标

准, 更有必要参照WHO修订AQG所采用的科学方法, 开展适

用于中国人群的相关研究, 支撑本地化的空气环境质量标准

的修订. 关于环境健康方面的基础研究, 我们认为如下议题

尤为重要: (1) 中国城乡人群的大气污染暴露来源、暴露特

征及相应健康风险定量评估; (2) 特定易感人群的大气污染

暴露反应关系; (3) 多种大气污染成分同时暴露的健康风险

评估方法学研究[24,48]及应用于我国的实证分析; (4) 黑碳、超

细颗粒物、近地面臭氧等污染物的短期和长期暴露的健康影

响; (5) 易感与脆弱人群的大气污染暴露危害的干预和预防措

施. 未来, 中国需要基于本地化研究, 为决策目标以及我国大

气质量标准的修订提供必要的科学研究证据支持, 特别是能

代表中国人群特征的科学依据, 并据此评估新AQG指导值在

中国人群的适用性, 包括但不限于探讨如下问题: (1) 我国是

否应效仿WHO制定暖季O3标准; (2) 鉴于我国SO2仍高于WHO
的IT1目标, 是否应该加严相关空气质量标准; (3) 现阶段是否

有必要对标严格乃至“苛刻”的PM2.5年均浓度指导值(5 μg/m3).
此外, 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 还需要以健康促进气候变化

与空气污染治理协同, 从健康风险、防治策略及措施的成本

与效益等角度开展大气污染和气候变化的协同治理目标与路

径优化研究. 总而言之, WHO 2021版AQG的发布对中国而言,
是一个实现空气-气候-健康领域的多重治理目标、提升其协

同效益、最大程度保护公众健康的重要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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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osure to air pollution has been linked to a massive global disease burden. To protect public health,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released new Global Air Quality Guidelines (AQGs) on September 22, 2021, based on integrated
evidence from > 500 research articles. This document reported recommended AQGs and corresponding interim targets
(ITs) for six ambient air pollutants, namely inhalable particles with diameter < 10 micrometers (PM10), fine inhalable
particles with diameter < 2.5 micrometers (PM2.5), ozone (O3), nitrogen dioxide (NO2), sulfur dioxide (SO2), and carbon
monoxide (CO). An AQG represents the theoretical concentration providing minimal risk attributable to single-pollutant
exposure, and the corresponding ITs are concentrations associated with various levels of tolerable risk based on
quantitative health impact assessment. ITs can act as key references for air quality regulation. WHO last published AQGs in
2006. Compared to the previous guidelines, the new AQGs further limit some air pollutants due to increased confidence
regarding their health effects at low levels of exposure. Specifically, the annual limits on PM2.5, PM10, and NO2 have been
lowered from 10, 20, and 40 to 5, 15, and 10 μg/m3, respectively. The 24-hour limits on PM2.5 and PM10 were lowered from
25 and 50 μg/m3 to 15 and 45 μg/m3, respectively. The new guidelines offer additional limits on peak-season O3

(< 60 μg/m3) and 24-hour NO2 (< 25 μg/m
3) for controlling their health impacts. The revised AQGs are applicable to both

outdoor and indoor environments but not occupational environments. AQGs also provide qualitative information on the
health effects of component-specific particles, including black carbon or elemental carbon, ultrafine particles, and particles
originating from sand and dust storms. In this guideline update, WHO recommends strict limits on a few pollutants (e.g.,
PM2.5), which should be appropriately interpreted when planning air quality policies in China. Since 2013, China’s clean air
actions have rapidly reduced PM2.5 pollution, supporting a new national ambient air quality standard that is more rigorous
than the current level (35 μg/m3, equivalent to the WHO first-stage IT). The AQG revision is based on a synthesis of the
accumulated evidence about the health effects of air pollution. Such evidence has grown rapidly over the past 15 years, but
remains limited for characterizing the complex factors underlying the disease burden of mixed air pollution. Development
of the new AQGs depended strongly on observations of the health effects of low-concentration exposures obtained from
high-income countries (e.g.,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refore, application of the AQGs in highly- or moderately-
polluted countries should be examined further through local studies. Additionally, the AQGs are applicable to a single
exposure type, but not multi-pollutant mixtures, to which people are exposed in the real world. Limits, including those
described above, should be considered by governments developing local air quality standards. Development or revision of
national ambient air quality standards should be highly reliant on environmental health studies that focused on the local
population, with reference to the new WHO AQGs.

global air quality guidelines, air pollution, environmental policy, environmental health, disease bu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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